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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述要

马　颖　　杨培雷

　　由德国路德维希· 艾哈德基金会赞助 ,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德国杜伊斯堡大学、 慕尼黑德国经济研究所

联合举办的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 于 1997年 10月 9日至 11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与会

者除德方代表外 , 还有来自北京、 上海、 杭州、 厦门、 青岛、 乌鲁木齐、 香港等地的中方代表 , 共 52人 , 提

交论文 38篇 , 研讨会就以下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改革　这是与会者注意力最集中、 争论也最激烈的领域。关于德国社

会市场经济的起源和发展问题 , 武汉大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丁安新教授探讨了艾哈德与社会

市场经济的关系 , 勾勒出了艾哈德有关社会市场经济的构想形成的 5个阶段 , 并且指出其构想的三个要素为

经济自由主义、 自由与秩序的结合以及大众的福利 ; 武汉大学高教所副所长邓和平则就艾哈德论述效率与公

平相互关系时说的 “蛋糕必须加大” 这句名言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有的代表从不同角度阐释德国社会市场经

济的源头。 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工真不赞同人们习惯上仅仅只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追溯德国社会市场

经济的理论来源 , 而忽视了社会民主主义和天主教主义在这一体制的基础理论形成时期所作的贡献。 他认

为 , 这三大主义争论的结果 , 是各自都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四大构成要素 (即行动自由、 市场竞争、 社会福利

均衡、 “强大的国家” )打上了烙印。上海外国语大学社科院孙秀民教授剖析了社会市场经济同新自由主义的

区别。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颜鹏飞教授和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吴友法教授探讨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过

程。颜鹏飞教授指出 , 国内学术界流行着认为德国自战后直至统一一直实施着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说法。在

他看来 , 1967年至 1983年是实施德国式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时期 ; 而 1983年至 1991年则是经济自由

主义复归的时期 ; 但自 1991年起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可能东山再起时期的到来。 吴友法教授考察了二战后德

国如何确立政治与经济相对同步性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何以对德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产生了影响。 他认

为 , 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在吸收外来民主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特点 , 建立 “秩序” 和 “稳定” , 并且将国

家权力和民主制度融洽地结合起来的独具特色的制度模式。孙鸿敞教授和汪小勤副教授对两德统一时的 “货

币联盟”、 “经济联盟” 以及 “社会联盟” 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考察 , 认为统一后的德国既坚持了社会市场经济

的基本原则 , 又作了相应调整和改变 , 使之得以完善。关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构成要素及其对中国的借鉴

意义问题 , 德国比较经济学会会长、 杜伊斯堡大学教授迪特· 卡塞尔把社会市场经济的构想概括为在国家保

障竞争秩序的前提下建立一种社会福利秩序 ,包括秩序政策和一种特殊的结构 ,即社会福利保险和收入再分

配措施 , 以便实现与市场一致性原则和社会福利秩序。在他看来 , 这个构想的核心在于竞争 , 而现在的德国

补助性福利措施比重太大 ,与构想中的社会市场经济相去甚远。中国人民大学陈秀山教授将社会市场经济构

成要素概括为市场竞争制度、 强大主动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 共同参与制以及收入再分配和财产政策。他觉

得我国可以从由国家来保证市场竞争规则 ,力求实现竞争效率和社会平衡、 保持物价稳定以及共同参与制这

些方面向德国借鉴。香港岭南学院社会科学院院长郭蓝耀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胡景北教授则认为 ,社会市场

经济模式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胡景北教授提出的理由是: 这一模式存在前提是很高的生产力水平 , 而很多

发展中国家 , 如中国很难达到。郭教授在指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不适合于中国的同时 , 还提到需要将社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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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同北欧福利国家区别开来 , 后者主要通过税收来平衡市场出现的问题 , 前者着重于创造竞争环境 , 以

保证效率。慕尼黑德国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库斯· 陶伯博士认为 , 拿中国经济与社会市场经济比较 , 中国

市场经济体制更像一个装修中的建筑框架 , 还需要进行全面的加工和完善 , 而社会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样板 ,

是能够适合中国经济体制 “微调” 的。

二、 中德两国宏观政策体制比较　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宋德勇以宏观调控体系、 宏观调控目标、

调控手段三方面对中德两国的客观政策体系作了比较。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马颖分析了两德统一以来

具有德国特色的财政平衡是如何作为地区政策工具加以使用的 ; 他还在评价这一政策工具效应的基础上 ,就

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可供我国借鉴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陈亚温教授和黄梅波讲师、武

汉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杨培雷、 严红波分别就中德两国货币政策的有关领域进行了比较研究。

正因为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取得很大成绩而为世人所瞩目 , 这次研讨会上有关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及其

对中国借鉴问题的讨论也成为争论的热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教授、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世界经济系主任周茂荣教授、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人口所所长辜胜阻教授和保险系副教授李珍、武汉大学经济

学院副院长邓大松教授、 新疆广播电视大学讲师周洁贞分别提交论文或在研讨会上发言。赵人伟教授提出的

问题是 , 目前社会保障体制的实施主要是在城市 , 我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 , 农村的社会保障

制度如何实施仍是个问题。他还就此询问卡塞尔教授 , 德国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 卡塞尔教授针对赵教授

以及其他代表的提问作了解答。周茂荣教授在评述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 特点、 功能及存在问题的基础

上 , 指出我国应在社会保障立法、 加强国家的宏观指导、 突出社会保险的功能以及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

些方面应考虑向德国借鉴的问题。辜胜阻和李珍则在比较德美两国健康保障制度得失的基础上 ,探讨并提出

了中国的健康保险应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意见 , 以及如何借鉴德国的经验。

三、 中德产业政策、企业组织比较及中德经济合作问题　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建华分析了德

国产业组织政策的特色 ,并把这一政策的内容概括为组织行为政策和市场结构政策两个方面。他认为德国产

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在于正确地设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加快产业政策的规范化和法制化进程以及划分促

进正当竞争和限制不正当竞争的界限。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黄兆银副教授对德国中小企业进行了分析。

德国的企业组织也是与会代表颇为关注的问题。 浙江大学对外经贸学院副教授倪云虎探讨了德国企业

中共同决定制度的基本内涵 ,指出其广义上是指雇员代表参与监事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狭义仅指雇员代

表参与监事会的制度。他认为这一制度对中国是有借鉴意义的。海南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夏讯鸽

在所提交的论文中分析了德国东部的企业组织形式 ,进而指出 , 德国东部经济转轨过程中提供了有助于使转

轨过程中企业转换的交易费下降、 又能使生产效率提高的两点经验: 一是注重企业组织的法律形式 , 二是重

视合约。 浙江大学对外经贸学院副教授陈凌则对两德统一过程中东部劳动力市场转轨和工资政策作了评述。

他指出 , 统一后东部出现的较高失业率和高工资并存局面 , 其责任在于德国政府在就业政策和工资政策上的

相互矛盾 , 这表明在体制转轨中德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政策 ,这一点对于所有的转型经济

来说都是一个教训。

中南财政大学经济研究所夏兴国教授和蔡珍副教授在合写的论文中 , 在比较中德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

上 , 论述了中德双方进一步开展经济合作的有关问题。湖北大学陈继勇教授和武汉大学管理学院刘跃斌副教

授共同分析了德国对外投资发展概况以及对华直接投资的过程及特点 , 并就目前德国对华投资存在的问题

及相应的对策与措施进行了分析。由于这两篇论文的 4位撰稿人均在发言中问到德方实业界是否有到中国中

西部地区投资的意愿及可能性 ,由此使研讨会再次出现热点。卡塞尔教授和陶伯博士在阐释国际投资理论的

基础上 , 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德国企业界对华投资的有关问题作了解答。卡塞尔侧重于从区位理论上作出解

答 , 认为中国沿海地区具有更多的吸引德资的优势 ; 陶伯则指出 , 德国的大多数企业是中小企业 , 这一点决

定了德国中小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必然是谨慎的 , 并且多半追求的是近期投资收益。

(责任编辑　梁　华 )

马　颖: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改革” 研讨会述要


